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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财政”及其“依据” 

“第二次中国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之六 
 

从“耗羡归公”看清朝财政体系及当代“税费改革” 
 

张  研 
 
 

提  要：本文从分析“耗羡归公”入手，揭示了清代“双层统治格局”下，统
治者构筑财政体系的思维逻辑，给予“低俸禄”、“地方公费阙如”、“军费不
足”等所谓“不完全财政”以新的诠释。同时以史为鉴，对当代“税费改革”所反
映的财权分配及体制问题提出了看法。 

关键词：耗羡归公  财政体系  税费改革 
著  者：张研  女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耗羡又名火耗、鼠雀耗。前者指熔铸赋银过程中的折耗；后者指运送漕粮过程中

的折耗。“耗羡”，成为清代地方官在正额赋税之外以补亏耗为名多征的附加税。
此附加税数量巨大，有“数倍于正额”。康熙六十年(1721),川陕总督年羹尧于陕西
首行“耗羡归公”，命“州县每两明加火耗二钱，将四分解布政司”，“督抚各分银一万两
并给督抚衙门笔帖式养廉及各项公费，其余皆布政使收用”[1]。雍正元年(1723)、二
年(1724)，湖广总督杨宗仁、山西巡抚诺岷奏请耗羡归公；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并奏
请将山西耗羡归公之例推及全国各直省[2]。二年七月，雍正帝正式在全国推行“耗羡
归公”。 

上述“耗羡归公”，人们耳熟能详，然往往将认识停留在雍正帝整顿吏治、反腐
倡廉的层面，很少以其为切入点，剖析作为清代政治经济发展基础的财政体系，更
不用说反观和认识当代表面上与历史惊人相似的“税费改革”等措施。而这些，正
是本文的关注点。 

 
“不完全财政”及其“依据” 

 
造成耗羡数量巨大、长期存在的原因，在于清代官俸微薄、地方公费无着、清代

军费开支存在缺口等。何平将其概括为“不完全财政”[3]，认为清代国家经制财政
支出的范围和额度没有将上述经常性国用完全包括在内。 

1清代官俸之低“亘古未有” 
清初不但沿袭明朝的低官俸制(明三公俸禄不如汉知府)，且折色支给并不按1石

比1两的折银率，而是九品至正六品1石折0.3-0.33两；五品至正四品1石折0.22两；
三品至正一品1石折0.21两，这样使清初官俸较明代又降低了数倍。后虽曾一度增加
了修宅什物银、柴薪蔬菜烛炭银、心红纸张银等，但很快又裁撤。《大清会典》卷
二一“文职官之俸”条载[4]： 

一品(大学士、总督)岁支银一百八十两；二品(河道总督、巡抚、布政使)一百五
十两；三品(按察使、盐运使)一百三十两，四品(内阁侍读学士、道员、知府)一百
五两；五品(各部院员外郎、同知、直隶州知州)八十两；六品(内阁侍读、知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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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六十两；七品(按察司经历、知县)四十五两；八品(县丞、县学教谕、训导)四十
两；正九品(县主簿)三十三两有奇；从九品(县知事)、未入流三十一两有奇。 

知县“每月支俸3两，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须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
六日之费”[5]。高品级官员收支悬殊更大，如雍正时总督鄂尔泰每年生活开支约为
6000两；巡抚许容每年生活开支约为5000两(另从老家补支405石粮食)，是官俸的33
倍[6]。其他诸如幕友师爷、门房仆役，都需官员自己出钱聘雇。前者为官必不可
少，州县官至少聘两名，每名年薪100两左右，大员所聘更多，薪酬也更高；后者为
政必不可缺，各级衙门除少数衙役从公费支领“工食银”外，大量胥吏无经费来源
[7]，需官员自行解决。小处如坐轿乘车，公家也不报销，须官员自备。何刚德《春
明梦录》记载，清末大臣坐4人肩舆，需备两班三班替換，且前有引马，后有跟骡、
大板车，一年所费至少800两；若坐车，前一马，后二三马，一年所费须400两。何
刚德任京官19年，为五品郎中，仅车马费就超出官俸数倍。 

2清代地方公费长期虚悬 
首先，清朝实行赋税的起运存留制度中，存留地方的钱粮大大少于起运京师的钱

粮。康熙年间，地方存留钱粮仅占全国钱粮总额的21%，相当于明朝万历年间的一
半。而由于一则须保证起运钱粮足额的前提下方可存留；一则中央往往以各种名目
大量裁扣地方存留起运中央，地方存留钱粮占全国钱粮总额的份额还有减少的趋
势。如河北灵寿存留原额为6323两，经6次裁扣，康熙二十年(1681)存留钱粮仅1700
余两，占全县赋役总额的13%[8]。 

其次，地方存留钱粮难以应用于地方。清朝规定，地方存留钱粮主要用于3个方
面：驿传、军费、地方开支(包括官俸、役食、廪膳、恤孤、济贫等)。据曾小萍研
究[9]，地方存留钱粮中超过84%的部分用在前两项有关中央的支出上，她举山西之
例列表如下： 

康熙六十一年(1722)山西存留地丁钱粮(两)[10] 
 

 
康熙六十一年(1722)山西存留地丁钱粮(两)[11] 
 

 
用于地方开支的部分仅占存留总额的16%。即便如此，用于地方开支的部分，也

不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全部用于地方行政和地方社会。存留钱粮地方开支的部分包括
地方各级衙门的支出份额，自州县到府，层层扣除了各自的配额后，大部分解送到
省里的布政使“藩库”储存。布政使对口上级是户部，在严格奏销制度下，未经户部审
核批准，任何地方存留钱粮都不可支用。 

再次，康熙以后实行“悉数解司”的政策[12]，“一丝一粒，无不陆续解送京



师”[13]，原存留地方的差役折银也解交中央，地方官员除了微薄的薪俸外，没有
其他行政经费。 

3清代军费开支存在缺口 
清前期军费只兵饷、马乾、米折等由国家财政支销，其他如兵器弹药制造、军事

工程及营房修造、驿站、转输、武职养廉等中的绝大多数都未列入财政支出范围，
须由地方筹措。战费有正销、外销之分，正销是国家财政报销的款项，外销是费用
超出例案规定限额又无特旨恩准或豁免的款项， “外销”之款占战费的10％或更
多，道光十二年(1832)镇压湘粤瑶民起义之役的外销款额，竟占实用军费的1/2。外
销军费由承办军需官员及用兵地方官员分摊、绅商(地方精英)报效、及地方加征“帮
贴银”等方式解决。如乾隆年间孙士毅“经营安南，军需供亿，所费不资，米银装械，
毁弃关外”，令广西州县分赔等。又据“擒捕内地贼匪本省自行办理”之例，地方发生
民变，镇压的经费也须由该地地方官筹措、摊赔。如嘉庆十八年(1813)清廷镇压直
隶天理教起事的军费，由嘉庆十一年至十八年(1806-1813)历任直隶总督、顺天府
尹、藩臬两司及该管道员按其在任年月分别摊赔等。 

所谓“不完全财政”的结果，是使官员在施政过程中必须谋求其他途径筹措经
费。官员俸禄菲薄，“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赖赃以足日用”，“督抚势必
取之下属”，“下官贿以塞上司之口，上司受贿以庇下官之贪，上下相蒙，打成一
片”[14]。地方官甚至不把官俸当一回事，平三藩时，清廷一度停发府州县官的官
俸，府州县官照样办事，并未提出异议。地方公费、军费开支不足，由地方官筹
措、摊赔，地方官只有向百姓加征、摊派。征收“耗羡”，便是最为典型、普遍、
公开的做法之一。 

那末，清朝为什么要实行所谓的“不完全财政”——官俸低微、地方公费与军费
留有缺口？其“依据”是什么？古今只言其然，未尽言其所以然。 

有人以为清朝实行“不完全财政”是由于“满人占额太多，不敷支配”[15]。满
族贵族俸禄确实比汉官高，但其人数毕竟有限，且低俸禄制从明朝即已开始，此种
说法没有完全的说服力。有人以为清朝实行“不完全财政”是由于清廷国库空虚，
财政困难。清初尚在进行统一战争，确实国库空虚、财政困难。但康熙二十一年
(1681)后财政好转，二十四年(1685)以后开始大力推行赋役蠲免政策，其前提便是
“国帑充足”、“国用颇充”[16]。乾隆普免天下钱粮[17]时，亦反复声称国家“全盛之
模，内外经费度支有盈无绌，府库所贮月羡岁增”[18]。乾隆四十二年(1777)，即花
费上亿银两战费最终平定大小金川的第二年，内务府库奉旨发交盛京户部银库永远
封贮元宝银1000万两，分5次于四十七年(1782)全部解到封贮。此种说法也没有完全
的说服力。有人以为明清“不完全财政”是出于所谓的“道德原则”，大道理是“以德治
国”— —官员拿低俸禄以为君父分忧、为小民垂范；小道理是“精神补偿”— —官员高
人一等，“薪水低一点又算什么”[19]。此种说法更没有完全的说服力。 
  我以为，清代官员低俸禄、地方公费长期虚悬、军费开支存在缺口，是所谓“双
层统治格局”[20]形成和成熟的体现。 

唐宋以后，地主经济在较为彻底的意义上成为传统社会经济总合中占统治地位的
经济，领主经济则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其标志至少可以举出：经济上，均田制
与大地主庄园制的终结及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地的实施；政治上，九品中正
制的废止及科举制的实行。[21]皇帝“大家”即“国”，放弃了与领主之“家”对
土地和人口的争夺，转而依靠地主之“家”实现对基层社会的统治— —国家基层政权从
乡镇退缩到县，对基层社会从以法家“治理模式”为主，到以儒家“控制模式”为主，经
过宋元明清数百年的发展，到清中后期，最终形成了上层政权为主导、基层社会各
组织纵横依赖、科举制官僚流转制下士绅上下流动相连接的双层统治格局。[22] 

费正清曾指出：清代“政府统治的活动可以区别为两类：一类是往下只到地方县
一级的正规官僚机构的活动，另一类是由各地缙绅之家进行领导和施加影响的非正
规的网状系统的活动”[23]。县官县政必须依赖基层社会组织的力量。 

所谓县政无非是：一守土安民；一征收赋税。 
以城守而论。城守的责任者，主要不是国家经制军队，而是负责民政的守土官，

是守土官率领的基层民众。所谓“战阵属兵，守城属百姓”。守土官所依靠的城守力量
正是以城中士绅为长副、从城内居民中所编派的丁壮，当时称之为“勇”。[24]清人魏源
在其一篇专论城守的文章中，详细描述了守土官依靠基层民众守城的方法：守城要“先一
事权。守土官为主，居中调度”，余分四面四隅，各设正副，以“绅士为之”。其次“安
乡民”，“然后分汛地”，“然后择贤能”，“然后编丁壮”。[25]守城之饷(平时千军



岁给“米千石”，战时千军岁给3500石)均出于地方平时摊派的积贮，均出于基层社会
的“民”。发生战乱之时，县官本人于城守、御“贼”等并无能为力，只能依赖基层社会
组织的邑绅族绅，与之共议守城，借助乡兵的力量退敌，否则，或乡兵溃散，便只
有“缒城而出”，纵使“城空半月”[26]。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这种状况十分普遍。如安
徽黟县，知县设局，绅士胡元熙(前杭州知府)等为局董，各乡分设练局，太平军攻
克县城后，知县驰乡集团，全县乡团收复县城等。练勇攻守费用均为自筹，桐城团
局“士民”规定，“有赋6担者养勇1人，60担者养勇10人，皆分养于其家，守城之日兼
养勇之家小”，并力助官军兵饷。[27] 

以征税[28]而论。县官除了不能不依靠县府之下负责登记和征集工作的里甲保甲
坊厢组织(这些组织实际也以邑绅族绅为首的基层社会组织为基础)外，由于清代任
官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和县官任期普遍短暂[29]，更要依靠基层社会组织的代表士
绅。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给他寄了一封家信，从信中所述可知，征
收钱粮之前，湘乡知县曾召集曾父等士绅在县“公会”，议定征收之法并议价后，方设
娄底、永丰、县城三局收征钱粮。致来局完粮者“蜂集”，“即向来极刁顽抗户”，“各族
房长亦想方设计为之完纳”。而该知县所接前任16 000余两亏空，四乡富户也无不“乐
捐垫赔”，曾父两日之中“写捐项钱贰千余串”[30]。 

平时，地方上一应事务，从文教仓储、水利赈济到道路津梁、社会保障，县一级
官员无不依赖基层社会实体组织的家族、宗族、乡族系列。换言之，这些事务，几
乎全部是基层社会实体组织的家族宗族乡族系列以及族绅、邑绅主持的。 

至于基层社会内部的治理，亦即“乡治”，弗里德曼(Freedman Maurice)指出，
县官通过衙门征集国家规定的税收，监督公共秩序的维持。假如税收足以征集上
来，没有他必须引起注意的对和平的破坏，他就没有理由干预地方社区的管理。在
人们的请求下，他可以作为审判人员，干预地方社区之间的和社区内部的纠纷，但
是，他为之工作的那套系统所提供的管理理论鼓励他尽可能少地干预地方(按：此指
基层社会)事务[31]。换一个角度，是基层社会“自治”式的“乡治”，构成了国家第二
层次的统治，成为国家末端政权的补充。 

财政职能与财政收支密切相关。双层统治格局下，存在国家财政与基层社会财
政。国家财政的职能或目标，笼统讲是满足清政权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包括皇室经
费、官俸支出、军费支出、赈济(全国性或跨省际性)支出、工程(如大的河工、塘工
等)与驿站经费、科场学校经费等6类。基层社会财政的目标则是社会治安、社会公
益(水利、仓储、津梁、救助)、社会文教(祭祀、迎神赛会、教育)等3类。中央财政
源于赋役，财政权高度集中于中央，统收统支；基层社会财政源于基层社会组织的
代表士绅阶层自筹(包括摊派、募捐等)，自收自用。 

而现在的问题是中央官府与地方官府的职责、中央官府与地方官府的关系。就地
方官府而言，其职责是具体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统治，省府州县各级官府越向
下，与基层社会联系越密切，县级官员称为“亲民之官”。在双层统治格局中，中
央官府与地方官府均为相对于基层社会的上层政权的构成部分。而在最高统治者眼
中，地方官府做的是以基层社会直接有关的事，因此地方官府的开支理应由基层社
会提供，这是否便是地方官府须自行派收“规费”，解决部分俸禄、地方公费及本
地发生战费不足部分的思维逻辑，便是所谓“不完全财政”的“依据”呢？ 

清代国家经制财政支出的范围和额度，本来即没有将俸禄、地方公费、地方发生
战费等项完全包括在内，这是因为清廷本来即没有将上述各项列为经常性国用之
中。中央、地方、基层的概念在康雍乾三帝的头脑中十分清楚，能够满足经常性国
用(不包括上述与地方、基层密切相关的各项)的赋税目标；原额征足，国库充实，
即实行“不加赋政策”而“藏富于民”。“藏富于民”也就是“藏富于基层”。在清廷眼中，
这已经是“完全财政”，并非是“不完全财政”。清廷确实实行低俸禄，但在滋生人丁永
不加赋和摊丁入地后，亦实行定额化的低税率；亦多次大规模蠲免，轮蠲，甚至普
蠲，给基层社会和与基层社会紧密相关的地方公费收支预留了空间。地方官员、特
别是与基层社会紧密相关的“亲民之官”的俸禄，本应该主要源于基层社会；基层社会
和与基层社会紧密相关的地方公费，本应该取之于民而用于民；即战守发生的军
费，因战阵属兵，守城属百姓，从基层社会筹措经费也便理所当然。 

应该指出，因一级级地方官的命运均掌握在上司手中，由最基层的州县官加派私
征的“规费”并不归其私有，而是久已被当作官场的公产，以种种名目进行着一次
次由下而上的分配。“亲民之官”的州县官加收各种名目的“规费”，一方面满足
地方开支，一方面以各种名目向上输送。而从州县手里取得了“规费”的府、道、



臬、藩各官,又须分出所得,以诸如冬季“炭敬”、夏季“冰敬”、元旦端午中秋“三节”、
上司夫妇“两寿”、谒见上司的“门包”、官员往来途经本地的“仪程”、赴上级及平级衙
门办事的“使费”、“部费”等名目再层层向上输送[32]，直至(以封疆大吏总督巡抚为
主)从中分出或授意下级再行加征摊派，采买进贡物品孝敬皇上。这一思维逻辑，以
及由此思维逻辑衍发的实况，在上层政权形成了一套非经制财政体系。在这一体系
中，各级官员的俸禄、地方公费、地方发生战费的不足部分，均得到了补充。 

如官员俸禄。地方官的品级俸禄可视为国家发给的“底薪”。 在此基础上，地
方官与基层社会有关的部分俸禄由基层社会提供，即由地方官自行向基层社会派收
规费予以解决。京官离基层社会相对远，虽有地方官的层层“孝敬”，而部门不
同，得到的补充也不均衡，国家于是给京官加发津贴、俸米。也就是说，清代京官
与地方官员的俸禄待遇是不同的——“京员(中央机关和京城地方官员)例支双俸”
[33]。品级俸禄称“正俸”；“正俸”之外加发同样数目的“恩俸”；此外，“每正俸银一两
兼支米一斛，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加倍支给”，称“俸米”，此三部分构成清朝京官
的薪酬。如一品大学士正俸180两，加恩俸共360两，另有俸米360斛(180石)，平均
每月银30两、米15石。京官例支的“双俸”和“俸米”，在理论上对低俸禄多少予以了弥
补。然大学士九卿以下的大多数“京官”仍是人们公认的“穷京官”，均希冀京外地方官
的馈送[34]，均盼望外放，即清高的翰林院官员，亦盼望得一到地方主持考试的差
事，以获取地方官馈送的规费，改善窘迫的生活状况[35]。 

清代地方官员以加收规费、筹措财政经制外开支经费的做法，是合乎清统治者思
维逻辑、得到其默认的通行做法。康熙有一句名言：“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
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
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其实系贪黩无忌者，自当参处。若一概从苛纠摘，则属
吏不胜参矣。”[36] 

需要强调的是，地方官员以加收规费筹措财政经制外开支经费的做法，尽管合乎
清统治者思维逻辑、合乎实际情况，却属于没有得到国家正式认可的非经制财政手
段。康熙将其划做州县官的“私事”，曾说：“州县用度不敷，略加些微，原是私
事。朕曾谕陈瑸云：加一火耗，似尚可宽容。陈瑸奏称：此是圣恩宽大，但不可说
出许其如此。其言深为有理……加派之名，朕岂受之？”[37]乾隆则以其“较之婪
赃究为有间”，而采取“不败露则苟免，既败露则应问”的应对态度。如此，这种
手段便具有了处于合法非法之间的边缘性特点，而其间的“度”，很难把握。经制
外筹费由地方官“自行度量”，没有制度性约束，且层层加码，所谓“州县有千金
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
[38]，成为无底之洞。如耗羡。清初地方官员筹措财政经制外开支经费的主要途径
是征收耗羡。各地耗羡征收的比例江苏占正额钱粮的5-10%；湖南火耗率占正额钱粮
的10-30%；山西火耗率占正额钱粮的30-40%；陕西火耗率占正额钱粮的20-50%；山
东河南火耗率占正额钱粮的80%。 

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些现象，却将其解释为清廷以低税率寻求道德信誉，向臣民
自夸清朝在节俭和薄取于民的古典理想上比历代王朝做得都好，认为国家将大部分
地方财富保留在当地而不是送往国库，可能从士大夫集团那儿赢得一部分好感，但
“理想被现实严重地扭曲了”，低额税收不能提供足够的财政收入以支付行政费
用，税额又不允许提高，于是额外的摊派就加到成粮税上，一部分变成法定的额外
税，其他则视情况变通使用。[39] 这其实是没有完全了解清代双重统治格局的特
点，将不同层次的财政职能混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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